
006 MUSEUM博物院 双月刊 2020年第3期 总第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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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十年来，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呈现出较快的发展态势。考古遗址博物馆往往是考古

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在很多遗址，就是其核心的展示内容。作为大遗址的一种利用方

式，考古遗址博物馆有其发展的时代特征，但就其采用的各种技术手段与展示方式而言，则有着更

早的渊源。作为“博物馆”形态的拓展，考古遗址博物馆是对考古遗址较早的一种利用形式，而在

对考古遗址的阐释方面，它是早于“园区”模式的一种尝试。这为后来的遗址公园设计提供了必备

的阐释手段与空间建构经验。在当代中国，考古遗址博物馆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大遗址主体利用方

式的核心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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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en years,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s in China have undergone a rapid development. 

By the end of 2017, China already had 36 national-level archaeological parks, and the provinces such as 

Shandong, Zhejiang, and Fujian also began to choose their own provincial-level archaeological parks. It 

can be said with certainty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has now constituted the predominant ways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representation in China.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s are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such heritage parks at present. This paper examines briefly the history of “archaeological site museum” 

and tries to define it more broadly, and discusses the difficulties it may face in the nearest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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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一般认为，开放于20世纪50年代的周口

店遗址博物馆、定陵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

是我国遗址类博物馆的早期尝试——它们是后来大

型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先驱。考古遗址博物馆在近几

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在大遗址、大遗

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考古遗址公园等相关资源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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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与利用形式出现之后，就更是如此。本文将在上

述具体行业发展情境的背景下，尝试对与考古遗址

博物馆相关的一些现实问题进行探讨。

一、“考古资源管理”视角下的 

“考古遗址博物馆”

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界定与渊源，研究者

有以下看法。孔立宁认为，它是“遗址原址上的博

物馆”，是考古博物馆与遗址博物馆的分支类型，

其实际出现时间早于“遗址博物馆”定名的出现时

间。19世纪后半期是其较重要的发展阶段，到20

世纪50年代，“遗址博物馆”一词正式在博物馆学

文献中出现。此后，“在考古遗址的范围内建设专

题性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在国际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潮

流，考古遗址博物馆开始进入大发展时期”[1]。陈俏

蕾认为，“遗址博物馆是因为自然或人为活动的原

因形成的遗存的原址上建立起来的”[2]。李莹认为，

考古遗址博物馆属于遗址类博物馆的一种，即“依

托考古遗址，以发掘、保护、研究、展示为主要功

能的专题博物馆”，具体可以分为“建立在古人生

活居住遗址、生产遗址、帝王陵墓遗址、古代都城

遗址之上的博物馆，等等”[3]。

结合上述实际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可以尝试

从“考古资源管理”的角度对“考古遗址博物馆”

进行如下界定：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专业考古博物

馆的重要分支。它是设立在一定考古遗址分布范围

内（或周边），借助室内可控环境、室内外文保与

展示技术条件，围绕该考古遗址（及其环境与出土

物）开展发掘、研究、保护、收藏、陈列、阐释、

展示、体验等活动的一类考古资源管理系统。它是

考古遗址这种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空间载体、

保管机构、宣传媒介与使用渠道。“某”考古遗址

博物馆，即是服务于这一考古遗址的专属（用）

博物馆，是这一遗址实现其社会价值的基本途径 

之一。

二、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年代下限”

考古学者一般习惯于从考古遗址本身的年代、

性质出发，对其博物馆进行分类与界定。这种界定

方式的优点是，能够一目了然地明确博物馆的内容

属性。但同时，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即遗址界定年

代标准的上、下限问题。简言之，什么能够算作考

古遗址，什么又不能？根据一般学术习惯，考古遗

址的年代上限相对比较清晰，而如何看待工业考古

遗址及20世纪以来的“当代考古遗址”[4]等较为晚近

的考古资源类型则是界定考古遗址年代下限标准的

关键。如果这一部分的人类社会空间遗存不被认定

为考古遗址或不被认定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的话，

那么，围绕它们所建立的遗址博物馆也不可能被认

定为考古遗址博物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前述这两类空间遗存

已经被欧美一些国家认定为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一部

分，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一部分。其主要研究的目

标在于探索如何将考古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对

当代人类社会的研究之中——或谓之“当代过去的

考古学（archaeology of the contemporary past）”或

“现代时期的考古学（modern archaeology）”[5]。

与民族考古学不同，这类考古学并非借助对“当

代”或“现代”之物的观察去构拟远古人类社会的

情形，而是把“晚近的过去（recent past）”本身作

为研究对象[6]。实际上，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追

溯至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在对日军侵华暴行遗址

的“原址”展示[7]工作中已经运用了考古学的基本

发掘方法、法医考古学鉴定技术与原址展示技术。

按照成例，它仍旧属于历史事件纪念馆的范畴。如

果根据我国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来判断，那么，

以上做法并不符合该学科的学术习惯。同时，如果

将任何曾经开展过考古工作的遗址都认定为考古遗

址，那么，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外延又显得过于宽

泛。对工业遗产的展示，在我国主要还是通过对废

旧工业系统与配套设施的整体展示来完成的，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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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真正对埋藏于地下的工业考古遗迹从考古学角度

进行大面积发掘与暴露性展示。因此，到现阶段为

止，我们不妨将上述情况仅作为考古遗址博物馆展

示方式的一种延伸或借用形式来看待。

三、考古遗址博物馆“构造环境”的 

功能类别划分

考古遗址及其景观环境背景，是建构考古遗

址博物馆的主要空间依托、展示核心对象及阐释信

息来源。遗址考古工作是该类博物馆发展的核心动

力，可控环境与保护技术是其存续的必要保障。在

现阶段，作为大遗址展示利用的窗口，考古遗址博

物馆既可以由核心性的博物馆馆舍独自构成考古遗

址展示的重心，也可以由博物馆、陈列馆与室外遗

迹“模拟复原”展示、公园园区景观共同构成参观

环境。我们根据馆舍功能及其在建构背景方面的差

异，将考古遗址博物馆“构造环境”细化为五个基

本的空间类型。

其一，考古遗址综合展馆或核心馆。它是在

充分评估建设影响之后在遗址规划范围内修建的综

合性室内展示空间。其功能以向参观者提供大遗址

专题展示、分布信息、导览信息、服务信息等内容

为主，是大遗址空间信息的集散场所。一方面，它

延续了在一般历史博物馆中常见的沙盘、照片、图

示、出土物陈列、视频媒体、迁移或复原遗迹、三

维视觉模拟等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作为某一遗址

的功能性建筑，它同时需要对遗址的构成、人居环

境关系、发掘史等专属于这一遗址的时间、空间及

社会特征给予描述、阐释。在一些考古遗址公园，

管理者将游客接待中心的部分功能也纳入综合馆舍

之中。目前，综合馆是我国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最重

要内容，几乎是大遗址展示与阐释系统的必选环

节。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已经具备

或初步具备综合馆舍条件的主要包括大明宫遗址、

金沙遗址、三星堆遗址、汉阳陵、周口店遗址、良

渚遗址、大运河南旺枢纽遗址、汉长安城未央宫遗

址、殷墟遗址等。

其二，考古遗址专门展馆或陈列馆。专门馆可

分为遗迹陈列馆与遗物陈列馆。遗迹馆，即借助保

护棚或永久性馆舍对重要考古遗迹进行原址保护与

展示的馆舍形态。这种形式往往可以保证对重要遗

迹的发掘清理工作能够持续进行。故而可以将考古

工作现场与遗迹展示场景合二为一，实现考古工作

者与参观者的现场结合，从而有效提高公众对考古

工作本身的认识，增强遗产与社会的互动。发掘技

术、回填技术[8]、保护棚环境构建技术[9]、室内展

陈设计是遗迹类专门性展馆得以发挥功能的基础。

同其他国家的情况相似，我国的遗迹陈列馆多采用

钢架结构进行修建。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中，具备或初步具备遗迹陈列馆馆舍条件的主要

包括大明宫遗址、鸿山遗址、隋唐洛阳故城遗址、

三星堆遗址、秦始皇陵、汉阳陵、金沙遗址、殷墟

遗址、牛河梁遗址、景德镇御窑厂遗址、熊家冢遗

址、铜官窑遗址、北庭故城遗址等。遗物馆，即围绕

遗址发掘出土物单独开辟的室内展示空间。这类空

间多用于专题展示。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也有用

于举办临时性展览的案例。在有些大遗址，专门遗

物馆的功能被并入核心馆，故不再单独设立遗物陈

列馆。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部分具

备专设的遗物陈列馆馆舍条件，其中较为典型的包

括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圆明园遗址、秦始皇陵等。

其三，体验馆。体验馆是一类较为特殊的遗址

博物馆展示环节。它主要是依靠三维模拟、数字成

像、考古场景模拟、实验考古学等可供参观者实践

操作的互动环节来加深其对遗址的理解。整体上，

这类手段运用得并不多。在目前的36处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具备体验馆馆舍条

件，如大明宫遗址、周口店遗址。

其四，室外遗址景观与遗迹“复原”（主题）

展示场地。室外展示设计应被视为考古遗址博物馆

的一部分。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类是原址展示，

如封土、城墙、建筑台基与重要建筑基础剖面等；

另一类是模拟复原展示，如陪葬坑、牺牲坑、墓

葬、建筑基础等遗迹的抬高加固展示。这种展示，

不仅构成了博物馆的景观背景环境，还能在结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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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丰富遗址阐释的基本内容。很多情况下，这类展

示内容是以园区内的小品形态出现的[10]。

其五，改（兼）用型遗迹馆[11]。与前述考古遗

址博物馆空间有别，这种馆舍的兴建具有较大的偶

然性。多数情况下，是在进行基本建设或项目施工

过程中根据考古发现的重要程度决定就地建设的。

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施工过程中发现的重要

遗迹往往被纳入规划用地方式，使其成为新用地方

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地铁[12]、酒店[13]、火车站[14]、

艺术馆[15]等。这种案例在欧洲社会较为多见，在我

国也已经开始出现[16]。这种做法，在保护重要古代

物质文化遗存的同时（尤其是其空间位置的真实

性），也为后来的建、构筑物与公共环境增添了文

化色彩。 

四、“馆”与“园区”的重合性问题

关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定名问题或许仍旧存在

争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博物馆”这个概念本

身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其内涵从一开始的传

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博物馆的封闭空间开始，经历

了不断地扩展、演化。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至80

年代西方出现“遗产产业化”[17]趋势以后，社会史

博物馆[18]、工业遗产博物馆[19]、主题公园、露天博

物馆[20]等遗产形式在欧美地区交替走红，使原有固

化的博物馆形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博物馆所展示

的内容也从单纯意义上的室内标本发展到了几乎无

所不包的程度。实际上，各种博物馆形态之间多有

交叉重叠，绝对独立于其他形式之外的博物馆形式

是并不存在的。“博物馆”这一概念似乎变得愈发

包容，也愈发模糊。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英国比米什

博物馆（Beamish Museum）[21]，即是露天型的社会

史博物馆。从整体上看，这个博物馆本身就是街区

形态的。同时，根据一般的欧美博物馆分类原则，

所谓露天博物馆，实际上指的是以各类建、构筑

物作为展示对象的区域形态博物馆[22]。毫无疑问，

对于这些博物馆来说，它们的展示内容其实就是展

区。出于历史原因，很多展区本身是有历史、人文

含义的，而并非出于管理目的界划出来的园区。在

这一点上，社会史博物馆的区域与主题公园的园区

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这种打破固有博物馆形态的泛博物馆化或园区

化情形，在我国也曾出现，但主要存在于官式建筑

群或传统历史村落的保护与展示之中[23]。然而，近十

年以来，随着大遗址保护展示示范园区、考古遗址

公园等园区形态的遗址利用方式逐渐增多，园区与

博物馆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开始逐渐淡化。导致这种

情况出现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一部分具有相应法

人资格的这类遗址博物馆，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

的实际管理者。这些运营时间较长的博物馆所面临

的可能是在遗址转型过程中展示面积或展示内容激

增的情况。出于管理者的职守，它们必须将园区之

内全部的展示内容都置于管理对象的行列之中。这

样，很多原本属于露天复原展示的内容就自然而然

地进入了博物馆的“辖区”。这大概是原因之一。原

因之二可能是，已经建成的一些馆舍被纳入新的园

区范围之内，变成了后来园区的“核心馆舍”或重要

“陈列馆舍”。从展示压力的角度来说，以点带面的

做法可能是最方便的考古资源转型模式——甚至，

在很大程度上，考古遗址博物馆的诞生或升级，即

使整个公园得以成立。可以说，一些遗址将长期面

临着馆即园，甚或园无馆则无以立的局面——特别

是在园区整体成型率比较低的一些公园，这种对于

馆舍的依赖状况更加明显。这两种情况说明，考古

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确实存在较大重合，即

无论是从管理权责上讲，还是从实际的展示对象上

讲，馆已经涵盖了公园的主要内容。那么，在界定

考古遗址博物馆的时候，就难以回避它与公园的关

系、与遗址的关系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似

乎没有理由将露天展示的考古景观或复原遗迹展示

场地排斥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之外。

就考古遗址的展示利用而言，遗址、公园、

博物馆这三者的边界关系是应当明确阐释的空间问

题。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公园边界并不能

代表遗址的实际范围。同时，遗址即便存在所谓边

界，它往往也只能代表遗存分布范围，其在古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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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实际社会与人文含义并不清晰，甚至并不存

在。我们倾向于认为大遗址是一个考古资源域概

念，而考古遗址公园是一个遗产概念，是大遗址考

古资源整体被界定为遗产的一种表述与管理形式，

也是社会使用考古资源的空间概念。而考古遗址博

物馆则是大遗址考古资源的原址抽样展示工具，是

公园内考古空间的结构方式与含义阐释（重要性赋

值）机器，是大遗址文化含义的制造设备与呈现舞

台。我们当下所使用的考古遗址博物馆内部分类，

基本上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定细则》中划分出

的阐释系统类别是一致的。但并不能排除，未来有

更多形态的阐释单元的出现。因此，我们希望以一

种较为宽泛的方式来界定考古遗址博物馆。

五、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现状

考古遗址公园在我国出现之前，考古遗址博物

馆就已经存在。这些博物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所在

遗址田野出土物的陈列室，以展品陈列与图片展示

为主，如我们所熟知的大明宫文管所的所在地博物

馆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工作站

的展厅等。这些在遗址上建的博物馆，在很长一个

阶段内都是遗址重要的含义象征与价值载体，承担

了很多遗址展示与阐释任务。近十年来，我国大遗

址保护与展示水平逐步提升，国家级与省级考古遗

址公园陆续出现，这些原本承载着遗址宣传任务的

博物馆，都面临着重新整合或改造升级的挑战。因

此，从2010年前后至今的约十年间，可以被视为我

国原有遗址博物馆由简单陈列向复合型遗址博物馆

体系转型的起步阶段。在由大遗址考古资源向公园

遗产形态转化的过程中，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是核心

工作，因而可能面临着较大的转型压力，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层面。

其一，老馆舍可能面临遗址展示结构整体升

级的需求。在一些重要遗址原有的展示格局中，往

往非常突出馆舍的地位，甚至馆舍在很长一段时间

基本上涵盖了可参观内容的全部。在大遗址展示发

展的公园化时期，它们可能面临着“展示重心”的

调整需求。这极有可能导致原有展示设置的地位发

生变化。原有馆舍与公园的整体设计仍然需要长期

磨合与有效衔接。馆舍的建立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

征，特别是，它往往取决于考古工作的开展状况与

对遗址认识的加深。这一点在遗迹陈列馆方面表现

得尤为突出。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发展在很多遗址实

际上就是最主要的公园建设内容，公园规划的合理

性、合法性及其对现阶段遗址价值判断的准确性都

是影响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因素。我国大遗址在考古

资源管理计划方面长期缺失，人们更习惯于用初阶

的保护规划来代替常态的管理计划，这导致遗址管

理者往往很难进行长线的遗址状况评价与决策反

馈。出于各种原因，公园的规划设计往往会被搁置

或被调整，从而导致馆舍系统发展缺乏宏观、有

序指导。实际上，作为遗址含义的重要表述“器

官”，考古遗址博物馆应当以扎实的考古工作为依

据，循序渐进地展开建设，而这些都应当与持续的

考古资源管理计划的编制有直接关系。

其二，一些新馆舍虽然已经出现，但可能要面

临长期无法将原出于遗址的文物收集回来的问题。

甚至在一些考古遗址博物馆内还存在使用替代品或

复制品的尴尬局面。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因为出

土物的层级集中管理制度。长期以来，省、市、县

的可移动文物分布格局基本是按照行政级别划分

的，也就是文物价值等级制要与行政级别等级制相

吻合。当然，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越到文

物行政基层，文物的保存环境条件可能越差。这是

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故而文物更加趋向于保存条

件较好的高行政级别博物馆。考古遗址公园的出现

与考古遗址博物馆的升级为文物流动的方向提供了

新的选择。新的文物“归序”也可能意味着考古遗

址博物馆能够掌握更多乃至全部属于本遗址的可移

动文物资源。文物向其出土遗址回流可能也有利于

缓解高级别博物馆的管理与保藏压力。

其三，考古遗址博物馆与考古遗址公园同样面

临着研究工作不足的问题，很多基础问题还没有清

晰的答案，如博物馆管理权限、责任与基本职能的

界定问题。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组织机构，它仍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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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规范的定义。按照一般说法，是“这个领域的

实践走在了研究的前面”。与一般意义上的博物馆

不同，考古遗址博物馆是专题博物馆，专属于某一

遗址，为该遗址服务。目前，我国对于这类博物馆

的实际职能还没有明确的界定，对于考古遗址公园

中考古遗址博物馆的管理地位和权限也没有明确的

说法。从整体上看，博物馆如果作为遗址公园的管

理主体，其职责仍需进一步明确，其自主评估与决

策的实践能力也仍需进一步提高。

六、余论

准确地说，今天我们所谈及的考古遗址博物

馆，是大遗址考古资源的遗产化工具，也是大遗址

从考古研究者的研究对象向遗产形态（如考古遗址

公园）转化过程中的一类“含义表现舞台”[24]。这

一点十分有趣。在考古遗址公园出现之前，博物馆

展示已经是大家能想到的遗产化的终极形式。而在

遗址公园这种遗产空间形态出现以后，考古遗址博

物馆随即演化成了遗产表现的一种基础形式。在考

古工作阶段所识别出来的遗址空间结构、遗迹与遗

物属性，构成了对古代社会空间含义进行复原的基

础素材。至于这种空间信息最终以怎样的形态成为

博物馆舞台上的主角，则实际上是考古遗址博物馆

将空间信息情节化的具体结果。在很多遗址，这种

情节化正在发生。一个问题是，对遗址博物馆这种

遗产表现形式而言，如何能够使得其含义建构与表

述过程更加忠实于考古工作所揭露出来的实际情

况，即使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内，这种“实际情

况”并不如期望的那样跌宕起伏？

根据遗产研究的一般规律，遗产含义的表现及

阐释都与社会文化认同建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谁在使用？谁在说话？又说给谁听？这一系列问题

即是这一规律的最直接表达方式。在遗产领域中，

我们经常面临所谓利益相关方的问题。实际上，他

们都是遗产的直接或间接使用群体与理论上的获益

群体。我们最为熟悉的是国家层面上的使用者。遗

产在这种情形下，实际上是国家或民族的一种文化

象征、历史传承证据[25]与最广泛的社会群体认同标

志。这毫无疑问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同

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一个事实，即考古遗产生命

的延续有两条主线。一条当然是考古工作不断地推

陈出新，不断丰富遗址的空间结构，不断基于发掘

与研究工作对遗址自身的属性、空间特征、社会含

义进行整合，从而延续遗址的认识发展与空间“发

育”。而另外一条主线，则来自不同的社会群体、

个体与遗产空间的互动——通过遗产使用，生发出

新的社会含义、社会价值、文化话题与健康的群体

认同。当遗产无法在现实的情境中被建构出新的含

义之后，遗产的现实社会价值即可能会出现空洞化

的趋势。考古，毫无疑问是经典的文化遗产内容之

一，也是最严肃的遗产内容之一。在以往的考古遗

产实践中，参观者往往被严格地界定为“被教育对

象”[26]。灌输模式成了考古遗产领域中最主要的互

动模式，即参观者完全被排斥于遗产含义的建构行

为之外。如何以考古遗址博物馆为基础，了解、接

近并引导使用者参与遗址在当代的含义建构活动，

是不可忽略的问题。

我们习惯于对暴露遗迹进行标本化处理。这种

处理模式，或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西欧的遗产处理

方式。在这里需要明确一个认识：作为大遗址或考

古遗址公园的一种表现载体，考古遗址博物馆并非

暴露展示的遗迹越多越好。如果一处遗址几乎全部

的考古资源都被用于展示，它将处于一种资源枯竭

的状态，也是一种表现形式完全定型的状态。如果

从这个角度引申开去，则发掘本身虽然是认识遗址

的重要手段，却也并不一定越多越好。我们或许可

以这样认为，即作为遗址公园的展示机器，考古遗址

博物馆同时也应当是一种资源利用的节度装置。从

这层意义上讲，公园范围内的留白区域或许应当被允

许容纳更多的环境、生态功能，特别是农业景观、生

态景观、植被景观等内容，以增加园区的其他社会功

能，并减少因过度展示或不当阐释所导致的尴尬。就

大遗址而言，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遗址“土地”的多

元价值中，总有一些合理的“其他”潜在利用方式，

能够与遗产的博物馆展示之用不相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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